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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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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１９－２０世纪初匈牙利汉学家如乔玛、斯坦因等对中国西藏、敦煌文献进行深入研究，同时，中

国学者如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鲁迅、周作人等对匈牙利语言、文化、文学、族源等问题十分

关注，他们之所以将眼光投向匈牙利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匈牙利汉学家的探险与考古发现成为中国近

现代学术确立的推动力之一，也为汉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敦煌学与藏学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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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地处欧洲中部，但是其民族起源与东方亚洲大陆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对自己民族起源的寻根意

识强烈地灌注于匈牙利的学术研究中，使东方研究成为匈牙利科学的重要领域。其中包括藏学、敦煌学的

汉学研究尤为引人瞩目。匈牙利汉学研究的首要方向是幅员辽阔的亚洲，因为匈牙利人古代历史事件在此

发生，这就意味着关于亚洲各民族中国起源学说的研究更为重要。

１９－２０世纪初，当匈牙利汉学家将目光投向中国，踏上探险考察之路时，中国的学者也对匈牙利表现

出浓厚的兴趣，关注这个身处欧洲却处处流露与亚洲千丝万缕联系的民族。互相探寻的目光相遇，中匈文

化的双向交流在２０世纪初催生了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与方向。

一、匈牙利早期汉学家对中国语言文化的研究

乔玛 （ＫｏｒｏｓｉＣｓｏｍａＳａｎｄｏｒ，１７８４—１８４２）、斯坦因 （Ｓｔｅｉｎ，ＭａｒｃＡｕｒｅｌ，１８６２—１９４３）是对世界汉学有

重要影响的汉学家。本节主要介绍二人对汉学的研究简况。

关于中国的匈语报道最早出现于１７６０年，但这时大多还是以西方人的方式去想象中国。直到１９世

纪，匈牙利学者先后到中国考察和探险，从而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匈牙利人没有忘记自己的东方起源，迫

切希望通过科学研究揭示自己的古代历史。

乔玛是匈牙利著名的汉学家，是最早和最重要的到遥远的东方进行考察的人。乔玛出身于贫苦的塞凯

伊人 （Ｓｚｅｋｅｌｙ）家庭，在特兰西瓦尼亚的Ｎａｇｙｅｎｙｅｄ市的学校学习，曾做过修道院的仆役。１８１５年在德国

哥廷根大学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留学，研习英、法、希腊、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孟加拉语等１３种古代和现代语

言。１８１９年，他只身前往亚洲探险，去寻找匈牙利人的发源地。途经伊朗和阿富汗，到达印度。在西藏西

部他遇到了英国旅行家和学者默尔克·洛夫特 （ＷＭｏｏｒｃｒｏｆｔ），他建议乔玛学习藏语。１８２３—１８３１年乔玛

三次到拉达克的桑喀，向藏族喇嘛学习语言文法，阅读文献。在喜玛拉雅山区寺庙中的生活条件极为恶

劣，乔玛坚持学习藏语和藏族文化，并编写成两本书 《藏英词典》和 《藏语语法》，１８３４年在喀尔库特

（Ｋａｌｋｕｔｔ）出版。这些字典对研究东方语言具有重要意义。之后他在喀尔库特的孟加拉亚洲协会工作了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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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８４２年他重返西藏，以便继续寻找匈牙利人的祖先及和他们有亲缘关系的部落。但最终没有完成心

愿，在路上感染了疟疾，并在达尔旗林克 （Ｄａｒｄｚｓｉｌｉｎｇ）病逝。乔玛的学术领域十分广泛，著作内容涉及

藏族文化的许多方面，包括辞典编纂、古籍目录、地理、藏传佛教的各派概说、藏医文献、文物等，使欧

洲人第一次接触到 《西藏王统记》、《青史》、《萨迦格言》、《医方四续》等典籍的名称。

乔玛开了欧洲藏文研究的先河。欧洲人翻译整本佛经，有史可考的，应从１７世纪末算起。１６８７－

１６８８年拉·洛贝尔 （ＳｉｍｏｎｄｅＬａＬｏｕｂｅｒｅ）受法王路易十四之命出使暹罗 （今泰国），返国后在１６９１年出

版一部 《暹罗王廷记》，书中收有从巴利文译出的 《提婆达多本事》等节要。１８世纪后，巴利文另一本主

要的戒律书 《羯摩文》不断有传教士翻译成意大利文、拉丁文和英文。之后，藏文佛典也开始被翻译成欧

洲文字。现在课堂上正式讲述欧洲人翻译佛经的历史，是从十九世纪初匈牙利人乔玛、德裔俄国人修弥笃

（ＩｓａａｋＪａｋｏｂＳｃｈｍｉｄｔ）和法国人皮优奴 （ＥｕｇｅｎｅＢｕｒｎｏｕｆ）算起。

１８７７至１８８０年，在乔玛只身一人探险考察之后近半个世纪，ＳｚｅｃｈｅｎｙｉＢｅｌａ伯爵组织了到东亚的第一

次探险。这次探险获得了成功和国际认可，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 （ＬｏｃｚｙＬａｊｏｓ）在地质、古生物学和

地理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探险队还为出版旅行指南收集资料，学者、目击者的旅行日志，文章、报道

增进了匈牙利读者对中国的了解。

本世纪初，最重要、最轰动、同时也是最令中国学者痛心的探险考古是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的西域探

险。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北面的中国及中亚地区，研究曾经繁荣的土耳其斯坦 （原苏联）绿洲上的文化古

迹、敦煌千佛洞窟的宝藏，解释了许多与 “丝绸之路”相关的问题。他在一系列英文专题著作中介绍了自

己的旅行及所取得的成就。

斯坦因１８６２年ｌ１月２６日出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让他

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他先后就读于德累斯顿、维也纳、莱比锡和土宾根大学，专攻东方学，学会了德

语、英语、梵文和波斯语，还接触了希腊文和拉丁文。１８８３年获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印欧语言学和宗教

史教授Ｒ·Ｖ罗斯 （１８２１—１８９５）。１８８４—１８８６年在伦敦牛津和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后，研究东方语言学和

考古学，其间在匈牙利参加义务军训一年，掌握地形测量和制图技术。１８８８年，２６岁的斯坦因出任英属

印度旁遮普大学注册官和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直到 １８９９年。１９１０—１９２９年任印度考古调查局局长。

１９１２年被英国封为爵士。受英属印度政府委托，四次赴中亚探险 （１９００—１９０１，１９０６—１９０８，１９１３—

１９１６，１９３０）。从１９００年起，先后四次对我国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等地进行了探险考察，大肆盗掘和掠夺

中国文物，把大量中国文物劫运到英国。尤其是他对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劫掠，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空

前的浩劫。他劫走莫高窟经洞中一万余卷古文书和数百幅绢画、新疆各遗址出土的古代壁画、泥塑、木雕

和古文书等；第三次探险劫去西夏、汉、藏、回鹘文文书和丝织品无数，途中即送走１４１箱文物。早在

１９０２年，斯坦因就从他的同乡好友、匈牙利地质学家拉乔斯·洛克齐那里听说过敦煌莫高窟的精美壁画和

雕塑，所以考察敦煌石窟就成了他早期重要的探险计划之一。

“余因阅览古迹故，遂至敦煌。当千八百七十九年，余友匈牙利地理学会长洛克济Ｌｏｃｚｙ教授，曾随伯

爵斯布尼ＣｏｕｎｔＳｚｅｃｈｅｎｙｉ之远征队，至敦煌东南之千佛洞。千九百零二年曾以语余，并谓洞中画壁雕刻之

美，冠绝东方，余深感其语，故有敦煌之行。”［１］

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０日，由八人组成的斯坦因考察团从印度出发，越过帕米尔高原后来到中国新疆。此时

的斯坦因为自己不懂汉语而非常苦恼，恰巧一位师爷蒋孝琬旅居喀什，斯坦因就聘请他作为中文翻译和工

作助手。１９０７年３月１２日，斯坦因第一次到达敦煌。［２］斯坦因写下了 《古和阗考》、《沙埋和阗废墟记》、

《西域考古图记》、《沙埋契丹废墟记》、《亚洲腹地——— 在中亚、甘肃和伊朗东部考察的详尽报告》、《斯

坦因西域考古记》等考古报告和著作。因此，他获得英国、法国、瑞典、匈牙利、美国等国的地理学会和

占物学会颁发的各种荣誉和奖励，被当代西方史学家欧文·拉提摩尔誉为 “他同代人中集学者、探险家、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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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于一身的最伟大的一位人物”。［３］他共有著述四十余种，其中不少为巨著，论证了古代

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的深远影响。两卷本 《古和阗》 （ＡｎｃｉｅｎｔＫｈｏｔａｎ，１９０７）是研究中亚史，尤其是中亚

美术史的重要资料，该书重点记述和阗地区古代雕塑、建筑、钱币、文书简牍等，并附沙畹、弗兰克 （Ａ

·Ｈ·Ｆｒａｎｃｋｅ）、卜士礼、托马斯等对汉、藏、希伯来、波斯文等文书的考释；两卷本 《契丹沙漠废墟》

（ＲｕｉｎｓｏｆＤｅｓｅｒｔＣａｔｈａｙ，１９１２）、《西域》（Ｓｅｒｉｎｄｉａ，一译塞林迪亚，１９２１）、《千佛洞》（Ｔｈｅ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Ｂｕｄ

ｄｈａｓ，１９２１）等是中亚美术史和敦煌吐鲁番学的重要资料；四卷本 《亚洲腹地》 （ＩｎｎｅｒＡｓｉａ，１９２８）和

《西域考古记》（ＯｎＡｎｃｉｅｎ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ｓｉａｎＴｒａｃｋｓ，１９３２。向达的汉译本于１９３６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外，

尚有 《克什米尔诸王编年史》 （Ｒａｊａｔａｒａｎｇｉｎｉ）的梵文校注本和英译本、 《喀布尔萨迦诸王》 （ＴｈａＳａｋａ

ＫｉｎｇｓｏｆＫａｂｕｌ）等重要著作。

１９２５年他把自己的１１１２册图书捐献给故乡匈牙利科学院，匈牙利科学院成立了斯坦因 （ＳｉｒＡｕｒｅｌ

Ｓｔｅｉｎ）收藏品部。他在给匈牙利科学院捐献图书时写的一封信中说道：“我对匈牙利的年轻时代有很深的

记忆，这一记忆是和匈牙利科学院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时，我还是个初中生，我经常走访科学院图书馆

的阅览室。在那里我度过了美好的时光，我的东方学研究就是在那里从争论梵文而开始的。”他把自己出

版的有关梵文研究的著作及时寄给了这个 “辉煌图书馆”。斯坦因去世后，他在英国和印度遗产中的２３００

册图书、１８０本杂志、３１本图片册和很多私人信件等，也相继运到了这里。这些遗物当中有大量的有关中

亚、伊朗和印度的宝贵历史文献。为了纪念斯坦因去世５０周年，匈牙利科学院出版发行了他生前最后一

部著作 《ＯｌｄＲｏｕｔｅｓｏｆＷｅｓｔｅｒｎＩｒａｎ》（《伊朗西部的古代路线》）。

虽然斯坦因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关于中亚的考察报告与研究论著是当代敦煌学研究中不可

缺少的、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但是，他这种只顾事业而不分国界随心所欲的探险考古活动，他肆意窃取

中国的大量珍贵文物的行为，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

二、中国学者对匈牙利语言文化的关注

２０世纪初，中国的许多学者也对遥远的匈牙利表示了极大兴趣，在多篇文章中提及。

当匈牙利汉学家在西域探险时，匈牙利迎来了第一批来自遥远东方的访问者，康有为就是其中之一，

在维新变法失败后侨居国外。他在日记中记下了与匈牙利民族代表会面的经过。

梁启超曾赞陈寅恪 “马尔扎文 （匈牙利语）他都懂”，这是在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时，梁启超推

荐陈寅恪 （１８９０年—１９６９年）任导师 （比教授高一级），是由民国政府教育部聘请，校长曹云祥提名经

办。曹校长听说他不是博士，连学士、硕士的学位都没有就表示为难，梁启超却气愤地说：陈寅恪曾就读

过美国的哈佛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和德国的柏林大学研究院。他懂得的文字简直数不过来，诸如：英、

法、德、日、俄、希腊文、拉丁文、梵文、巴利文，还有满文、藏文等都懂；最难得的是业已 ‘死亡’了

的文字，如突厥文、西夏文、中亚西亚以及匈牙利的古文字都懂。可知陈寅恪对匈牙利的语言文化也有

关注。

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都探讨过匈牙利的民族起源问题。章太炎在 《匈奴始迁欧洲考》的文章中指

出匈奴被汉军驱逐转入欧洲，梁启超在 《中国历史研究法》一文中征引西方和中国史籍，详细考订北匈奴

西迁欧洲经历，认为在公元４—５世纪导致欧洲民族大迁徙并建立匈牙利、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诸国的芬

人 （ＨｕｎｓｏｒＦｉｎｓ）即 “窦宪击逐西徙之匈奴余种也”。［４］如前所述，匈牙利人对自己的民族起源也十分关

注，乔玛正是为探求民族起源问题于１８１９年赴西藏探险；１８４８年匈牙利反抗奥地利的民族革命战争，

１９１９年的匈牙利革命都引起致力于民族振兴的中国先行者的敬意与赞扬，梁启超撰 《匈牙利爱国者噶苏

士传》，鲁迅在 《摩罗诗力说》中高度赞扬诗人裴多菲，周作人翻译作家育珂摩耳著的中篇小说 《匈奴奇

士录》、《黄蔷薇》。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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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奇士录》是匈牙利作家育珂摩耳 （ＪóｋａｉＭóｒ）１８７７年所著的长篇小说 《神是一个》 （Ｅｇｙａｚ
Ｉｓｔｅｎ），英译者为倍因 （ＲｏｂｅｒｔＮｉｓｂｅｔＢａｉｎ）。周作人说：“里面穿插恋爱政治，写得很是有趣。”［５］匈牙利当
时被认为是属于 “弱小民族文学”的国度，育珂摩耳本身就是一位革命家，《匈奴奇士录》也是弘扬匈牙

利民族精神之作。在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与亚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匈牙利自然引起人们极大的兴趣。

周作人后来曾说：“当时我们承认匈加利人是黄种，虽然在照相上看来，裴彖飞还有点像，育西加与育珂

等人已显然是亚利安面貌了。但他们的名字与欧人不同，写起来都是先姓后名，如英译称摩理斯育珂，而

其自署则必曰育珂摩耳，这一节似乎比印度人还要更是东方的，在三十年前讲民族主义的时代怎能不感到

兴趣。”［６］

另外，周作人在介绍 “荣光之手” （ＨａｎｄｏｆＧｌｏ．Ｉｙ）的起源时，谈到生在绞刑架下的曼陀罗，引用
了匈牙利小说 《黄蔷薇》中的一个片断：

“女忽忆往事，尝有吉迫希妇人为之占运，酬以敝衣，妇又相告曰，倘尔欢子心渐冷落，尔欲撩之复

炽者，事甚易易：可以橙汁和酒饮之，并纳此草根少许，是名胖侏儒，男子饮此，爱当复炽，将不辞毁垣

越壁而从汝矣。女因念今日正可试药，以诃禁之。草根黝然，卧箱屉中，圆顶肿足，状若傀儡。……名之

Ａｔｒｏｐａｍａｎｄｒａｇｏｒａ，至其草为毒药，则女所未知者也。”
Ｍａｎｄｒａｇｏｒａ是曼陀罗的拉丁名，女子想以此挽回逝去的情感，重新点亮恋人逐渐消逝的爱情，使之

“不辞毁垣越壁”追随自己。却不知，媚药亦是毒剂，薄情的爱人可能就此化为痴情的鬼魅，纠缠其生生

世世。

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发表了一篇小说 《新中国未来记》，以实践其 “小说革命”、“小说救国”的理论，分

五期连载在 《新小说》上。这是他唯一一篇小说，被称为现代中国第一部政治幻想小说。这部小说虚构了

中国自１９０２年到１９６２年的政治变化。通过孔博士在１９６２年世博会上的回顾演讲，梁启超臆想了一个中国
的建国与复兴过程。但是这本缺少文学性、如今很少被阅读的作品，却富有预见性地奠定了２０世纪中国
历史的主要基调———在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民族国家时代里，中国如何建国、赢得独立与尊重。

“一九六二年，世界博览会在上海召开了。会议规模惊人的庞大，不仅是上海市区，连江北、吴淞口、

崇明岛都是会场，除去物品的展出，更有各种宗教与学术的交流。这一年，也是中国维新五十周年的纪

念。首都南京举办盛大的庆典，英国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菲律宾、匈牙利的总统及夫人，及其他强

国的钦差大臣，都前来道贺，签署了万国太平条约。中国已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７］

在梁启超幻想的世界里，在世界列强林立的祝贺会上，特别地写出了 “匈牙利”。探讨原因，这里其

实是对现实的反思与追问，是匈牙利的民族独立革命对中国志士的鼓励，也有其民族东方起源的神秘的亲

切感。并且，梁启超在２０世纪初建立新史学，提倡宏观的世界史时，也援引匈牙利族源问题的研究。他
明确提出 “世界史”和 “人类全体史”的概念，阐述中国史与世界史的不同意义。他认为世界各国的历

史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息息相通的，犹如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生动地说：“史之为态，若激水然，

一波才动万波随。旧金山金门之午潮，与上海吴淞口之夜汐，麟麟相衔，如环无端也。其发动力有大小之

分，则其荡激亦有远近之异。”［４］（２７４－２７５）

为论证此理论，梁启超提出 “汉攘匈奴，与西罗马之灭亡及欧洲现代诸国家之建设有关”的历史学命

题。［５］（２７５）中国历史上这些重大事件对于世界历史进程的确有着一定的影响，世界历史应从整体、综合的角

度研究。

总之，在语言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都有中国学者研究关注匈牙利，并在２０世纪初引起了不小的
反响。

三、匈牙利汉学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的影响

如上所述，１９－２０世纪初中国与匈牙利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对汉学研究与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确立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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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远影响与启示。

一方面，奠定了汉学研究的两个重要领域：敦煌学与藏学。欧洲学者对西藏的系统研究，始于１９世

纪３０年代，匈牙利人乔玛奠定了藏学基础。他终身致力于藏族历史、语言和宗教研究，《藏英字典》（Ｅｓ

ｓａ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ｉｂｅｔａｎａｎｄＥｎｇ－ｌｉｓｈ）和 《藏语语法》 （ＡＧｒａｍｍａｒｏｆ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成为西方藏学诞生的标志。他开国际藏学的先河，被誉为西方藏学的鼻祖。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

图书馆专门设立亚历山大·乔玛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Ｃｓｏｍａ）藏学和藏文手稿收藏品部，收藏的文献包括语言学、

文学理论、天文和历史等共３０００多件藏文手稿和雕版文献。其中最有价值的书籍是由有学问的藏族喇嘛

回答乔玛的提问。为纪念他对藏学的贡献，匈牙利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成立国际性学术组织乔玛学会

（ＴｈｅＫｏｒｕｓｉＣｓｏｍａＳｏｃｉｅｔｙ）。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以探险为名攫掠而去的一批汉晋简牍和其他珍贵文物资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斯坦因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释读和出版这批资料。沙畹对木简作了考释，在刊印这批木简释文之前，１９１３

年将手稿寄给了寓居日本的罗振玉。当时，罗振玉和王国维正在从事刚刚发现的殷墟甲骨卜辞的整理释读

工作，罗振玉眼光敏锐，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与王国维一起，在未见实物的情况下，面对很不清晰的图

版，进行认真细致的考释和分类整理工作，四个月后，出版了 《流沙坠简》一书。这就是２０世纪初汉晋

简牍发现和研究的开始，促成了敦煌学的出现。

另一方面，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探险家、学者所发现的新的学术领域，成为中国近现代学术确立的

推动力之一。陈寅恪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王国维、罗振玉也因 “神物去国，恻焉疚

怀”［８］他们奋起而作 《流沙坠简》一书，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贿买的十多种石室遗书编订为 《敦煌石室遗

书》，王国维又著 《简牍检署考》一文考证古代文书制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同时代学者。他们

的研究不仅注重文字释读、史事考索，同时还注意利用出土实物考证古代名物制度。

中国历史上几次学术研究的重大进步，大多与新材料的出现有关。王国维说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

于新发现。”［９］王国维把殷墟甲骨卜辞、西域木简、清内阁大库档案及敦煌藏经洞唐人文书视为 “四大新史

料发现”，使中国学术史有了很大的改观。１９１３年，王国维 《明堂庙寝通考》初稿中首次提出了 “二重证

明法”：

宋代以后，古器日出。近百年之间，燕秦赵魏齐鲁之墟，鼎彝之出，盖以千计，而殷墟甲骨

乃至数万。其辞可读焉，其象可观焉。由其辞之义与文之形，参诸情事，以言古人之制，未知视

晚周、秦汉人之说何如？其征信之度，固已过之矣……然则晚周、秦汉人之书遂不可信欤？曰不

然！晚周、秦汉之际，去古未远，古之制度、风俗存于实事者，较存于方策者为多，故制度之书

或多附会，而其中所见之名与物，不能创造也。纪事之文或加缘饰，而其附见之礼与俗，不能尽

伪也。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於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援之以自证焉。

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不可谓非人生之幸也。［１０］

此后，王国维以此为例证，在其讲义 《古史新证》中又一次重申了新的认识考证古史的方法，即二重

证据法，就是 “纸上之材料”与 “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的研究方法，对２０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陈寅恪赞这种方法可 “示来者以轻轨”，郭沫若更以为这种 “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

当时正是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西域考古发现也成为中国传统学术向近现代学术转型的重要契机

之一。

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是指传统学术形态向现代学术形态的转变，包含多层面的内容，在学术研究主

体、学术研究理念和宗旨、学术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成果及交流机制、学术争鸣与成果评估

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变化与差异，显示了近现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的重要性与复杂性。在此探讨匈牙利汉

学研究对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新视野、新材料、新方法的运用上，在开眼看世界、西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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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渐的浪潮中，梁启超、王国维等人以世界眼光融会中西知识体系，以实证方法重新考辨中国古史，广泛

占有地上地下的资料，相互比较勘察，反复考证，既不全然 “信古”，也不全然 “疑古”，坚持怀疑态度

和批评精神，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恢复典籍原貌，建立科学的古史体系，促进中国传统史学、经学的近现

代转型。“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就是近代中西学术交流以及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简牍等考古发现刺

激的结果，而其中敦煌文书、汉晋简牍两大发现都与匈牙利汉学家有关。

综上所述，考察１９－２０世纪初匈牙利汉学研究及中匈文化交流与互动，使我们了解到独特的族源探

求是匈牙利人学习汉语和汉学研究的原因之一。西方汉学研究的兴起，其背景是欧洲近代大航海运动、早

期传教士的宗教目的以及殖民扩张野心。但是，匈牙利汉学家乔玛不是如此，也不是为了猎奇，他是为了

探求民族的根源，为了匈牙利民族的复兴而服务。在亚洲民族中他找到了亲戚和朋友，以平等的态度研究

并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力求探讨不同文化形式之中包含的对全人类社会有价值的东西。乔玛

对不同民族文化的态度，也是当今世界文化交流的原则之一；同时，由匈牙利汉学家参与奠定的敦煌学、

西域考古发现又对中国传统学术向近现代学术转型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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